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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救助是指运用伦理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心理与生理、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道

德关怀和帮助，并积极开发救助对象自身的道德资源，提高其自主、自立能力，培养其自

尊、自强的伦理精神，最终使弱势群体摆脱弱势地位的一种社会救助。伦理救助有两个层

面：一是救助手段和方式的伦理化，二是救助内容的伦理化。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中伦理救助

缺失，应从构建伦理制度、规范救助行为、加强教育支持、强化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加强

弱势群体的伦理救助。

社区思政

Ethical relief refers to applying the ethical means and methods to caring and helping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



from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and-positively develop their own moral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ir spirit of independence, self-reliance, self-esteem. Ethical relief has two levels: one
is the ethical means and method, the other is the ethical content. Now, China defects ethical relief in social
rescues. In the end, author puts forward his advice from four aspects to strengthen the ethical relief for the
vulnerable groups.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8）01-0054-05

    作为一种渊源已久的制度安排，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

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覆盖弱势群

体为目标，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救助体系，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

会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综观我国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践，令人遗憾地发现，当

前社会救助主要是一种政策性的被动救助，这种救助更多地强调从经济帮助、物质救济等层

面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而鲜有从伦理的角度和从救助对象自身完善的角度审视和考量当前

的社会救助体制。而这恰恰是社会救助的关键所在，因为救助能否发挥作用，最终还要依靠

救助主体自身的回应和认可，否则，任何救助都只能是暂时的、浅层次的，不可能从根本上

改变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基于此，笔者认为，在进行政策性物质救助的同时，必须强化伦

理救助。
    一、提出一个概念：伦理救助及其相关
    伦理救助是指在社会救助中运用伦理的手段，通过伦理的方式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心理与

生理、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道德关怀和帮助；同时，在社会救助中更多关注救助对象自身的能

动性，通过充满伦理关怀的制度安排，积极开发救助对象自身的道德资源，唤起弱势群体心

中的道德意识，提高其自主、自立能力，培养其自尊、自强的伦理精神，在自助与他助的共

同作用下，最终使弱势群体摆脱弱势地位的一种社会救助。伦理救助有个两层面：一是救助

的手段和方式要充满伦理精神，“要充分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不能使救助对象边缘化、

耻辱化、对象化，不能实际维持（或制造）一个最低收入阶层，而是要使救助者享有必要的

尊严”[1]，也就是救助手段和方式的伦理化；二是救助内容要体现道德成长和伦理内涵，即注

重弱势群体的精神、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在需求和帮助，使弱势群体在接受物质救助的

前提下，不仅摆脱经济、政治、文化的弱势地位，而且能够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维护心灵纯

洁、消除道德贫困、根治人格异化，最终实现自身的和谐、全面发展。
    社会学家柯尔库夫说过，社会学总是在一系列的“成对概念”争论中进展的[2]，作为反映事

物发展规律的概念总是成对出现的。伦理救助概念是针对当前社会救助中的政策性物质救助

而提出的，也就是说伦理救助与政策性物质救助是社会救助中的一对概念。政策性的物质救

助主要是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从物质、经济方面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是一种带有政府行为

性质的、刚性的救助，具有临时、慈善、偶发不确定的色彩，是一种外在的、消极的被动救

助。实践证明这种救助是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短暂有效而长期无效的救助。因为社会救助

的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具有主体地位和主体思想的人，虽然他们可能由于体制、制度、自然或

生理的原因一时处于弱势的不利地位，但从人性、尊严、人格、人权、价值等方面来看，在

社会救助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只有合乎伦理的救助方式才能被救助对象

真正接受，也只有蕴涵伦理的救助内容才是弱势群体所真正需要的。伦理救助正是基于这样

的思考而提出的。
    当前，社会救助的伦理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洪大用就提出社会救助中“消极救

助”和“积极救助”的概念，并把充满伦理人情的社会救助称为“积极救助”，认为这种充分尊重

救助对象人格尊严的救助是“社会救助的积极取向”[1]。陆永平把社会救助划分为政策救助和

道德救助两种形式，并认为光有政策救助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道德救助的概念，也就

是从道义出发，以道德的方式，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摆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窘境，过上

具有人的尊严的社会生活[3]。吴成钢等人也认为，这种具有伦理关怀的救助“是一种成本最

小，且能对人产生长远有效和深刻影响的精神支持，是有效解决弱势群体自我发展问题的动



力源泉和软件工程，是当前研究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另一个突破口”[4]。
    当然，我们提出伦理救助并不反对政策性物质救助在社会救助中的基础性作用。笔者认

为，社会救助应包括政策性物质救助和伦理救助两种救助，二者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其中政策性物质救助是基础，是伦理救助的载体，而伦理救助是政策

性物质救助的重要手段、方式和不可或缺的内容，是政策救助得以最终实现的重要保障。
    二、现实诉求：弱势群体伦理救助之必然
    当前社会救助中，伦理救助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种救助。这不仅表现在学术界对社会救

助的理论探讨上，更经常表征在社会救助的实践中，使本应充满“温情脉脉”的救助活动经常披

着一件冰冷的外衣，降低了社会救助的应有功能。
    （一）弱势群体对伦理救助的呼唤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还有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

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弱势群体不仅需要物质的救助和帮助，也需要精

神的满足和价值的认同。李强在对农民工的“个案”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虽然没有城市

身份，经济收入低，生活没有保障，但这都不是最主要的，让他们感到最不满和最难以忍受

是“被人家看不起”和“受歧视”，他们说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倒在其次，不被尊重更让人难受[5]。
    由此可见，弱势群体不仅是需要物质帮助的对象，更是理解、友爱、平等、尊重的伙伴和

需要教育的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但现实的社会

救助中伦理救助缺失：在救助方式、方法上，缺少人文关怀。有的地方政府和团体把救助对

象看成社会的底层人群，没有给予充分的人格尊重，甚至把救助看成一种慈善活动，把救助

对象看作施舍的对象，没有充分考虑救助对象的感受，没有给予受助者充分的伦理关爱，救

助主体与救助客体之间仅仅是救助与被救助的关系，而不是理解与被理解、关爱与被关爱的

关系。在救助内容上，侧重物质的救助，很少注意到弱势群体的思想、伦理以及心理等精神

方面的需求和帮助。有的地方政府把对弱势群体救助活动仅仅看作一种捞取政治资本的面子

工程、政绩工程，救助仅局限在必需的物质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弱势群体也是一个社会主

体，也有对美的向往和提高自身层次的需要，有完善自己、摆脱困境的伦理诉求。因此在社

会救助中常常造成弱势群体思想道德教育的空场，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理想信念迷茫、道德行

为失范、公德意识淡薄，影响了社会救助功能的有效发挥。在救助程序上，手段高于目的，

程序重于内涵，救助程序僵化、呆板，缺少道德关爱和伦理考量。例如，有的救助活动以暴

露救助对象隐私作为救助条件（弱势群体名单公示等），使弱势群体置于尴尬境地，导致弱

势群体在得到物质救助的同时，也失去了做人的应有尊严和价值。这也是有的弱势群体宁愿

坚守贫困，也不愿暴露弱势身份、接受救助的原因。
    近代社会救助的第一部法律《济贫法》明确规定，社会救助的最高宗旨是保障救助对象的

基本人权，在社会救助时，必须维护作为人的尊严[6]。但伦理救助的缺失使社会救助“主—
客”体之间不能产生“主体间性”的理解，不能架起平等沟通、和谐共存的桥梁，不能产生将心

比心的人性尊严，只能加重弱势群体的自卑感与社会疏离感。
    （二）对弱势群体进行伦理救助的道德必然
    1.伦理救助是弱势群体超越实然、获得人生幸福的保障
    人具有两重性，既是个体的生命存在物，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

人在生活中都是不断调整个人的人生目标，立足个体，不断从实然向应然超越，达到个人目

标与社会价值的“视界融合”，实现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康德曾深刻地指出，存在的幸福境遇，是以存在的道德规定为前提的。所以道德的获得不

仅使人成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更主要它是人在实然境遇中实现人生幸福的重要条件和

内容。道德对幸福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理性本质的确认，为幸福获得合乎人性

的发展方向提供担保”[7]。从道德需要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人的本质需要之一，是人之为人的

根本，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获得社会认同的标签。道德对个人来说不再是一种束缚和限

制，而是一种需要和享用。从道德权利的角度来看，伦理救助是主体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

西，它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公平对待，也就是美国伦理学家彼彻

姆的规定，“站在一定的立场上，一个人对于他应得的或应享有的东西的要求”[8][P291]。甚至

有的学者认为生活的不幸和悲观主义总是与非道德主义相伴的——如果道德律令在人生意义



中失去优先地位，由欲壑难填而滋生的内心混乱与痛苦就会接踵而来，这也是我们经常说

的“德者，得也”、“德福同一”之理。弱势群体虽然处于经济贫困、文化弱势、社会边缘的境

遇，但作为社会的人，他们有对伦理至善的追求，有超越实然向应然迈进的道德愿望。弱势

群体的幸福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丰裕，也包括道德的丰满和伦理的护佑，这是弱势群体真

正走上幸福之路的保障。
    2.伦理救助是当前弱势群体思想道德发展的要求
    萨特“欠缺的自我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实在状况就像一轮新月一样是欠缺的，这个欠缺的部

分是“不得不存在而存在的”[9]。
    当前，弱势群体自身的思想道德状况存在着令人担忧的“欠缺”，其思想呈多元化、矛盾化、

复杂化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消极情绪和负面色彩。比如，对自身弱势形成的原因分析上偏差

过大，滋生对社会和政府的某些不满情绪；自身劣势与社会不正风气的蔓延，增加了社会弱

势群体的心理挫折感和自卑感；“粥少僧多”的扶贫现实与争取权益的暂时不利，诱发抵触的畸

形道德。另外在对自身现状的态度上，表现出极不认同。最明显的就是对其身份和生活现状

的不认同和不满意。对“主人翁”的渐感陌生，对在改革中的收益程度和现在的收入状况评价不

高。部分弱势群体的思想道德处于“无监管”的放任状况，表征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仇富心

理，甚至出现偷盗、打架、走上犯罪等现象。例如有一段时间人们对进城农民工的普遍认识

停留在他们是肮脏、随地吐痰、不礼貌、不文明等行为的天然主导者，一旦某地出现刑事犯

罪，人们总是将怀疑对象指向农民工。进城农民工成了“小偷小摸”的化身，成了“影响市容”、
“素质低下”的代名词。
    如上所述，如果说伦理道德是人生获得幸福的手段，那么任何人都应享有这种使人走上幸

福的教育，弱势群体的伦理教育就不应成为空白，他们也有权利接受这种人之为人的幸福教

育，这是人权的最基本内容。所以通过伦理救助，加强弱势群体的思想建设，使其明白，人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思想成长，养成明礼信、知荣辱、守法纪的良好素

养，用正当的手段，通过合法、合情、合理的渠道不断改变自身处境，在获得外在救助的基

础上，不断健全人格、丰富人性，提高道德水平，最终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路径选择：弱势群体进行伦理救助的实现路向
    （一）消除制度贫困，建立公平、公正的伦理制度
    世界银行《2005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提出：消灭贫困，必须从消除制度贫困开始。

在这里，制度贫困并不是缺少制度，而是说不合理的制度容易导致贫困，合理的制度安排才

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因此制度贫困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制度的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

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而导致的贫困现象[10]。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对弱

势群体进行伦理救助必须消灭制度贫困，建立公平公正的伦理制度。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社会公正应体现为两条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

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

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11]。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制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因此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是

对“强者”优先的，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群体的弱势。所以，弱势群体的产生是与当时社会的制

度安排有关的。消灭贫困，救助弱势群体，首先应消除制度的贫困，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在

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多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多倾听弱势群体的呼声，使制度更多地体现

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和道德支持。尽可能使经济发展中各群体做到起点公平，程度公正，

经济活动成本合理等。唯其如此，弱势群体才可以在制度的层面得以保护，减少不必要的社

会代价，同时在资源的层面保证弱势群体享受与其他群体同等的权利。没有伦理的制度，对

弱势群体的伦理救助就不可能实现。
    （二）规范社会救助行为，实现社会救助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社会救助过程中应确立和体现的核心理念之一。而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救助主

体的救助行为上，所以，规范救助主体的救助行为就成为当前伦理救助之首要。
    一是救助双方必须处于平等地位。人生而平等，只有经济、政治等社会符号的不同和差

异，而没有人格的差距。弱势群体只是需要帮助的对象，而不是可怜的对象，因此救助主客

体之间是平等的身份。代表政府或社会团体进行救助的组织和个人在救助行为中不能有高人



一等的思想和行为。现在有的政府官员在救助活动中摆足官架，耍足派头，一付救世主的样

子，把救助对象看成施舍的对象，使弱势群体对象化、边缘化，甚至耻辱化。二是在语言和

行为上要尊重和理解救助对象。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道德律令告诉我们，人应该是相

互理解和尊重的。弱势群体同社会其他群体相比本来在心理上就容易产生自卑、压抑、郁闷

等脆弱心理，在救助行为中如果不注意方式、方法，就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伤害。因此更应

该以人文关怀为价值归宿，渗透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真切关心、尊重和爱护。三是在救助对

象的确定上，应更多地从弱势群体的角度思考问题，避免给救助对象带来人格和心理上的伤

害。社会救助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精神，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而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

救助政策，不但在程序上繁杂，条件苛刻，收入调查严格，甚至进行公示，使申请者毫无隐

私可言，导致有的弱势群体成员为了自尊或怕受到社会的歧视，往往家庭经济再困难也不敢

申请社会救助。四是要多关心弱势群体的精神需要。弱势群体往往要承受比一般社会成员大

得多的精神和社会压力，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加重视弱势群体的精神呵护，给他们更多的

精神关爱，减轻他们的精神负担，通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他们送温暖，送关怀，为他

们提供释放压力的机会和渠道。
    （三）加强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实现弱势群体的“内源”发展
    “内源”发展观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中，外部的因素可以起推动作用，但不能决定生命有机体

自身的发展。因此，它强调“发展必定是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12]。社会学家阿马蒂亚·森
将现代社会的贫困看作是由收入贫困、能力贫困、脆弱性和社会排斥等因素构成的，并认为

消除这种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发展人的可行能力，以促进人的实质性发展。
    通过对弱势群体构成要件的分析可知，弱势群体的形成，除了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客观

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自身素质和自身能力的问题。所以，弱势群体救助应重点放

在其自身能力的开发上。1959年，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首次提出“文化贫困”的概念，认为

一些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就会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点等，即“贫
穷亚文化”。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会对生活其中的人产生影响，并认为

消灭贫穷首先要改造贫困文化。所以，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把“输血”式救助变

为“造血”式救助，加大教育扶贫的力度。因此，成立专项“教育扶贫基金”，对弱势群体的教育

培训提供资金支持，确保弱势群体及其家庭子女就学无忧；特别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下

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提高整体素质水平，能够

适应社会，积极参与社会竞争，最终走出困境，成为生活的强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

是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根本性道德出路。
    （四）强化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弱势群体自身思想素质
    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没有伦理教育，就不会有人类社会。伦理教育是人类应首先接受的

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教育。伦理道德从本质上说是由人的内在需要所启动的，是自觉的。每个

人都有社会道德承认和尊重的需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伦理道德教育也是协调整合社会资

源、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更是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对弱势群体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必须遵循思想道德教育的规律并且要联系弱势群体的思想

特点。针对当前社会上弱势群体的思想道德状况，应开展丰富多样的道德教育活动，提高他

们的道德认知，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而不是对生活随波逐

流，对苦难麻木不仁，对道德践踏轻视。应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对弱势群

体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以及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明白人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思想成长和道德培养，养成明礼诚信、守法文明的

良好习惯。培养他们的互助心和爱的精神，加强他们的使命感，引导他们承担人之为人的义

务与社会责任，使其有对社会、对人生的正确理解，有维护心灵纯洁的伦理需要，有向往道

德完善的自我诉求，有追求崇高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最终使弱势群体在接受社会救助和

关爱的基础上，摆脱经济、政治、文化的弱势地位，融入主流社会，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


